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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云关于国家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协调发展的思考与探索

■ 潘 洵 黄 潇

[ 摘 要 ] 新中国成立后，在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实践中，陈云始终将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协调

发展看作国家农业战略的重要内容，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长期的思考和探索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面对迫在

眉睫的粮棉增产问题，陈云领导中财委研究制定棉粮比价政策，引导农民根据国家需要安排棉粮种植。在

此过程中，他注意到“粮”“经”之间客观存在的紧张关系，采取有效举措保障粮食生产基础地位、调控

一度出现的重“经”轻“粮”现象，推动“粮”“经”关系协调发展融入国家农业发展战略。社会主义制

度建立后，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，围绕整体“紧平衡”状况下“粮”“经”

之间的增产需求矛盾，陈云坚持在巩固粮食生产前提下引导经济作物有序增产，统筹协调解决粮食困难与

保障经济作物生产，推动“粮”“经”协调发展。改革开放以后，面对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中出现的经济作

物增产过快的现象，陈云重申粮食生产基础性地位，强调“无粮则乱”，把解决好粮食问题作为处理好

“粮”“经”关系和推动解决既有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、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的“牛鼻子”，持续探索“粮”“经”

协调发展。这些重要思考和认识，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特别是农业的稳步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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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中国成立后，党和政府把农业的恢复看

作整个国民经济恢复的基础，将发展农业列为

“头等大事”［1］加以推进。粮食作物和经济

作物是农业上的两大类主要作物。粮食作物是

重要的食物来源，包括小麦、水稻、玉米、小

米等；经济作物一般指为工业特别是轻工业提

供原料的作物，也叫工业原料作物、技术作物，

包括棉花、油料、茶叶、烟叶、药材等。这两

类作物产量的提高对于新中国农业发展具有重

要意义。毛泽东在 1951 年 12 月明确要求，把

农民组织起来，“使国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

商品粮食及其他工业原料”［2］。增加种植面

积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是提高作物产量的主要

途径。但在当时条件下，无论是粮食作物还是

［1］《陈云文选》第 2 卷，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，第

143 页。　

［2］《毛泽东年谱》第 4 卷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 年版，

第 440 页。　

经济作物，全国普遍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均很

困难。在总种植面积也难以大幅度增加的情况

下，“增加粮食种植面积同时增加技术作物种

植面积存在着矛盾，势难兼顾”［3］。基于此，

我国进行了推动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协调发展

的持续探索。

陈云是党的第一代、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

的重要成员，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

者和奠基人之一。他长期关注这一问题，将粮

食作物与经济作物协调发展看作国家农业战略

的重要内容，为正确处理“粮”“经”关系、

推动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。梳理

陈云的相关思考与探索，对于当前合理安排农

业布局、稳步推进农业现代化，仍有借鉴意义。

［3］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（1949.10-1966.5）》第 17 册，

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，第 47 页。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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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针对粮棉增产问题中客观存在的

“粮”“经”之间的紧张关系，陈云灵活

运用棉粮比价等政策手段引导农业生产，
调控一度出现的重“经”轻“粮”现象，
明确了以粮食生产为基础是“粮”“经”
协调发展的必要前提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推动粮食作物和以棉花

为代表的经济作物增产，不仅是恢复农业生产

的重要任务，也是推进工业化建设的必然要求。

正如陈云指出的，“中国是个农业国，工业化

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”，而“现在我

们是在粮食、棉花上打算盘”，如果把外汇用

来买粮棉，“哪里有钱买机器搞工业建设？”

因此，“要先解决棉花、粮食的问题”。［1］由

于长期战争的破坏，到 1949 年时，全国粮食产

量相较战前下降了 21%，棉花产量仅有战前的

54.4%。［2］增产粮棉迫在眉睫。

自 1949 年 6 月受命筹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

会起，陈云就开始为粮棉增产问题筹谋。9 月

22 日，陈云等向中央建议，1950 年应把生产运

动作为全党的中心工作任务，其中以增产粮食

和工业原料为中心，争取使农业生产恢复至战

前水平。［3］10 月 21 日，陈云在中财委正式成

立会议上提出，中财委在农业方面的首要工作

是“召开粮食会议，统计全国粮食的总产量，

并研究明年可能增产的数字与增产的办法”，

以及“召开棉花会议，研究明年如何扩大棉田

与可能增产的数字”等。［4］

规 定 棉、 粮 合 理 的 比 价， 即 明 确 同 一 市

场同一时间棉花收购价格与粮食收购价格之间

的比例关系，是调整棉、粮生产收益的对比关

系，引导农民根据国家需要安排棉粮种植的重

要举措。针对当时工业生产缺少纱布供应的问

［1］《陈云文选》第 2 卷，第 97、98 页。　

［2］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、中央档案馆编《1949-1952

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·农业卷》，社会科

学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，第 7、9 页。　

［3］  参见《陈云文集》第 1 卷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，

第 711 页。　

［4］《陈云文集》第 2 卷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，

第 19 页。　

题，为鼓励农民积极种棉，陈云领导中财委研

究制定棉粮比价政策。1950 年 4 月，中财委公

布 1950 年 棉 粮 比 价， 规 定 每 斤 7/8 英 寸 中 级

皮棉与粮食的折算比，在华北及山东等小米区

为 1:8［5］，河南及陕西等小麦区为 1:7，长江流

域等大米区为 1:6.5，其他地区（东北、西南）

由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财委拟定；产棉区可照

上述比价以棉花抵交公粮，棉价较低的地区要

据 此 提 价。［6］ 在 政 策 推 动 下，1949 至 1950

年，全国棉花播种面积提升 36.7%，产量增加

55.8%。［7］

1950 年 10 月抗美援朝开始后，以美国为首

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和禁运。

陈云在向中央汇报关于新形势下财经问题对策

时指出，由于棉花难于进口，花纱布和主要纺

织品“都难避免统购统销”，为缓解其对棉农

的影响，“国家可以合理规定对农民的花粮比

价”。［8］基于此，1951 年 3 月，陈云签发《关

于棉粮比价的指示》，公布 1951 年棉粮比价，

对棉花价格作了适当提高。小米区从 1950 年的

1:8 调整为 1:8.5（河北、平原、山东地区）至 1:9（山

西地区），小麦区从 1:7 调整为 1:8，大米区从 1:6.5

调整为 1:8.5。［9］4 月，陈云在论及 1951 年财政

工作要点时重申，要“增加经济作物面积”，“棉

花、烟叶的种植面积要扩大”，“我们的棉花

要自给并争取出口”。［10］在以陈云为领导的中

财委的积极推动下，各地农民踊跃投身棉花生

产。据统计，1950 至 1951 年，全国棉花播种面

积提升 44.8%，产量增加 48.8%。［11］

［5］  即在华北及山东等以小米为主要粮食作物的地区，

1 斤 7/8 英寸中级皮棉可以换 8 斤小米。 　

［6］  参见《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发布通告   保证棉麻与粮

食合理比价》，《人民日报》1950 年 4 月 14 日。　

［7］ 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计划司编《中国农村

经济统计大全（1949-1986）》，农业出版社 1989 年版，

第 189 页。　

［8］ 《陈云文集》第 2 卷，第 184 页。

［9］  参见《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保证棉粮比价

的指示》，《人民日报》1951 年 3 月 7 日。　

［10］《陈云文选》第 2 卷，第 130 页。　

［11］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计划司编《中国农村经

济统计大全（1949-1986）》，第 189 页。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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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云此时注重发展经济作物，既是基于棉

花增产的紧迫性，同时也是基于对粮食生产进

展顺利的评估。据统计，1949 至 1950 年，全国

粮食播种面积提升 4%，产量增加 16.7%［1］；

1950 年全国粮食产量比计划产量多出 59 亿斤，

恢 复 到 战 前 水 平 的 85.7%。［2］ 正 是 基 于 此，

1951 年 4 月，陈云指出：“粮食丰收以后，有

些地方（东北、湖北、湖南、江西）粮食多了，

怎么办呢？我想可以适当地把一部分粮食生产

转变到经济作物生产上去”［3］。5 月，他再次

提出，粮食问题解决后，“我们要把各种庄稼

分一下类，调整一下，什么地方适于种棉花就

种棉花，什么地方适于种粮食就种粮食”［4］。

在致力推进棉花增产的同时，陈云从未忽

视作为农业根基的粮食的生产。他所提出的粮

食作物与经济作物之间的适当调整，是有一个

关键前提的，那就是粮食丰收、粮食问题解决。

他时刻关注着国家粮食存量。1951 年 6 月 19 日，

针对农业部党组提出“明年扩大棉田一亿亩”

的报告，陈云在批示中指出，扩大棉田种植面

积必须“同时注意到粮食够不够，如果粮食发

生问题则影响更大。经过今年四、五、六共三

个月的粮食旺销，我可断言，中国现在粮食没

有多余的了”。［5］在 26 日召开的中财委第六十

次委务会议上，陈云重申：“我们必须预见到

一个情况，这就是我国粮食并没有多余”，而

“经济作物耕作面积的扩大对粮食的生产也有

影响”，因此“粮食不富裕以及如何在几年之

内增产粮食，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”。［6］7

月 3 日，在中财委讨论 1950 年农业生产总结以

及 1951 年农业生产计划和任务时，陈云再次强

调：“最近若干年以内，我国粮食将感不足”，

［1］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计划司编《中国农村经

济统计大全（1949-1986）》，第 146-147 页。 　

［2］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、中央档案馆编《1949-1952

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·农业卷》，第 559 页。　

［3］《陈云文选》第 2 卷，第 130 页。　

［4］《陈云文选》第 2 卷，第 142 页。　

［5］《陈云年谱》（修订本）中卷，中央文献出版社

2015 年版，第 158 页。　

［6］《陈云文集》第 2 卷，第 263 页。　

而解决粮食问题的途径之一便是“调整经济作

物面积”。［7］可见，面对 1951 年各地大力发

展棉花种植的现象，陈云敏锐地预见到：在总

体耕地面积有限的情况下，以棉花为代表的经

济作物种植面积的迅速扩大会影响同期粮食生

产的发展。为此，他转而着手调控棉花过快发展。

但在此前大力倡导棉花增产的政策惯性影

响下，并非所有人都能在短时间内理解政策转

变的重要意义。对此，陈云进行了耐心细致的

解释引导工作。1951 年 9 月，在全国农业工作

会议期间，一些种棉大省的农业厅长主张扩大

棉田面积。他们认为，1952 年计划粮食种植面

积 18.6 亿亩，占总播种面积的 87.8%，而棉花

种植面积为 8370 万亩，仅占总播种面积的 3.9%，

多种棉花不会影响粮食增长；并且按当时的棉

粮比价，种棉比种粮收益高，农民种棉的积极

性也高。得知这一情况后，陈云专门召集几位

农业厅长谈话，语重心长地指出，我们的生产

力还很低，吃、穿两项还不能同时兼顾，只能

先顾一头，先解决吃饭的问题；要认清国家经

济发展的总体情况，照顾大局，把增产粮食放

在农业生产第一位，适当压低棉田面积。陈云

还表示，中央很清楚种棉收益高，必要时会对

价格进行调整。［8］在陈云的推动下，全国农业

工作会议最终确定：“只有在保证粮食供给的

条件下，才允许扩大棉田，一九五二年的棉花

播种面积肯定为八千万亩，不再扩大。”［9］

1951 年棉花丰收，生产任务超计划完成，

产量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。当年新棉上市后，

棉花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得到缓解，为调控棉

花过快发展提供了依据。［10］1951 年 10 月，陈

云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作《关于经济工

作和财政工作的报告》，明确提出：“明年我

国粮食和工业原料作物播种的面积应该稳定于

［7］《陈云文集》第 2 卷，第 295-296 页。　

［8］ 参见《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

1991 年版，第 346-347 页。　

［9］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（1949.10-1966.5）》第 7 册，

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，第 272 页。　

［10］ 参见刘志：《统购统销前粮食价格波动原因新探》，

《中共党史研究》2022 年第 6 期。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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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的水平，决不能减少粮食播种面积，特别

要严格防止棉田的盲目扩大。”［1］12 月 5 日，

中央发出《关于一九五二年粮食问题的几项决

定》，提出为保证粮食增产，1952 年棉花等经

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应稳定在 1951 年的种植亩

数上，不再扩大。［2］ 为更好落实这一决定，

1952 年 1 月，陈云提出，“由中央财政部、中

央贸易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后，公布经济作物

的公粮负担额及经济作物与粮食的适当比价”，

以“既防止经济作物面积的盲目扩大，又不缩

小现有的播种面积”。［3］3 月，陈云签发《关

于一九五二年棉粮比价及棉田的公粮负担的指

示》，在对棉粮比价进行微调的基础上，适当

提高了棉田的公粮负担额。规定凡过去棉田的

公粮负担占棉田应产量的平均比例在 11% 以上

的地区，其负担办法照旧；不及 11% 的地区，

应把当地棉田的公粮负担的平均比例提高到

11%。［4］1953 年 4 月，鉴于棉田种植面积仍有

扩大趋势，陈云签发《关于一九五三年棉粮比

价的指示》，下调棉粮比价。同 1951 年的比价

相比，小米区由 1:8.5 至 1:9 调整为 1:6.75 至 1:8，

小麦区从 1:8 调整为 1:6.25 至 1:7.5，大米区从

1:8.5 调整为 1:6.75 至 1:8。［5］通过政策调控，

1952 至 1953 年，全国棉花播种面积下降 7.1%，

产量下降 9.9%。［6］

可见，在处理粮棉增产问题的过程中，陈

云注意到“粮”“经”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，

采取有效举措保障粮食生产基础地位、调控一

度出现的重“经”轻“粮”现象。陈云随即将

这一认识运用于国家农业发展战略的规划中。

为 准 备 进 行 有 计 划 的 经 济 建 设， 我 国 从

1951 年就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。1953 年起

一面开始实施，一面继续讨论修改。1954 年 2

［1］《陈云文集》第 2 卷，第 314 页。　

［2］ 参见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（1949.10-1966.5）》第 7

册，第 336 页。　

［3］《陈云文选》第 2 卷，第 159、160 页。　

［4］ 参见《陈云文集》第 2 卷，第 363-365 页。　

［5］ 参见《陈云年谱》（修订本）中卷，第 257 页。

［6］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计划司编《中国农村经

济统计大全（1949-1986）》，第 189 页。　

月 12 日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编制五

年计划纲要八人工作小组，由陈云任组长。此后，

陈云多次就“一五”计划中的农业计划发表意

见。他指出：今后经济建设中的一大矛盾是“农

业增产赶不上国家建设的需要”，“增产要想

办法”，“农业计划如果变动将影响整个计划”。

他再次强调了农业生产对工业装备进口的影响，

指出：“我们外汇的来源主要是农产品粮食、

油脂，如果产量减下来，出口减少，外汇随着

减少，就会影响工业装备的进口”。［7］

为了确保农业生产有序发展，陈云致力于

阐释在“粮”“经”关系中以粮食生产为基础、

适当发展经济作物的必然性。1954 年 9 月，陈

云在阐释棉布统购统销政策时指出，随着建设

规模扩大、人民购买力增长，国家对农产品的

需求必然提高，但当前“农业生产赶不上，缺

少的就是农产品，主要是粮食、食油和棉花”。

关于提升棉花生产，他说自己曾设想“东北可

以多开荒地，都种上粮食，这样华北就可以都

种棉花”。不过开荒一要用牲口，二要用柴火，

只有增种高粱、玉米等粮食作物才能解决饲料

和燃料的供应。他据此提出：“这两年的事实

证明，棉田面积始终在八千万亩这个数字上下

摇摆，再多就不行了，道理就在这里。”［8］也

就是说，发展经济作物必须考虑粮食生产的承

载能力，倘若在粮食上出了问题，则经济作物

增产是无以为继的。1955 年 3 月，陈云在中国

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就“一五”计划作报告

时提出，发展农业除需推动粮食增产外，还需

增加像布匹、油料、糖等消费品的生产，也就

需要相应的经济作物增产。但是，“增产的条

件是暂时受着一定的限制的”，原因便在于粮

食供需关系仍相当紧张，“不可能用大量的粮

田改种棉花、油料、甘蔗”。这些经济作物的

大量增产，“只能在大规模地实现农业机械化

和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开荒之后”。［9］

1955 年 7 月，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正式

审议通过“一五”计划，其中明确规定：要“保

［7］《陈云文集》第 2 卷，第 494、503 页。　

［8］《陈云文集》第 2 卷，第 547 页。　

［9］《陈云文集》第 2 卷，第 628 页。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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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粮食、棉花、油料和其他技术作物在每年都

有必要的增加。特别是保证粮食生产的增加，

因为粮食生产是各种农业生产的基础”；“必

须在不影响粮食增产的条件下，利用全国各地

区的不同条件，适当地扩大技术作物的面积”，

“每年都必须注意考察这两类作物播种面积的

合理比例，避免安排不当而引起某种的严重情

况”。［1］由此可见，陈云关于“粮”“经”协

调发展的重要认识已融入国家规划农业发展战

略的实践之中。

二、 围 绕 整 体“ 紧 平 衡” 状 况 下

“粮”“经”之间的增产需求矛盾，陈云

坚持在巩固粮食生产前提下引导经济作物

有序增产，统筹协调解决粮食困难与保障

经济作物生产

随着“一五”计划的顺利实施和社会主义

改造的基本完成，我国开始努力探索一条适合

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。在“一五”计划时期，

农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，但与同一时期我国工

业增速相比，仍相对落后，农产品供应相当紧张，

农业增产的压力很大。［2］陈云对此指出：“我

们的耕地只有这么些，但人口多，吃的、穿的

都靠它”，所以整体经济状况处于“比较紧张

的平衡”。［3］与此同时，农业内部发展不够协

调的问题逐步显现。到 1957 年“一五”计划完

成时，全国粮食产量达 19505 万吨，较 1952 年

增长 19%，保持了五年连续增长，超额完成原

定计划的 1.2%；棉花产量达 164 万吨，较 1952

年增长 25.8%，超额完成原定计划的 0.3%。但

部分经济作物生产未能达到计划指标，如油料

作物产量为 419.6 万吨，仅比 1952 年增长 0.1%；

有的甚至出现下降态势，如蚕茧产量为 11.2 万

吨，较 1952 年减产 8.9%。［4］这加剧了一些生

［1］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》第 6 册，中央文献出版

社 2011 年版，第 415、417 页。　

［2］参见《中国共产党历史》第 2 卷上册，中共党史出

版社 2011 年版，第 418 页。　

［3］  《陈云文选》第 3 卷，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，第 29 页。　

［4］  参见《当代中国》丛书编辑部编《当代中国的农业》，

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2 年版，第 126 页。　

活物资和生产物资的供应紧张，加快改变相关

经济作物生产的落后局面提上日程。在此过程

中，陈云围绕如何在整体“紧平衡”的状况下

妥善处理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之间的增产需求

矛盾，实现协调发展，进行了不懈探索，在实

践中继续深化对“粮”“经”关系的认识。

根据“一五”计划的执行情况，1956 年 9

月 27 日，中共八大通过的《关于发展国民经济

的第二个五年计划（1958—1962）的建议》中

提出，鉴于“一五”计划前几年里大豆、油料

等作物没有完成计划，在“二五”计划期间必

须努力改善这种情况，并“因地制宜地安排粮

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的比例”，以“保证农业内

部各部分的协调发展”。［5］这反映出中央将推

进经济作物增产列为“粮”“经”协调发展的

现实要求。

处理粮棉增产问题的经验证明，农产品收

购价对引导农业生产具有重要影响。事实上，

“一五”计划期间部分经济作物未能完成生产

计 划 便 与 此 有 关。 陈 云 在 中 共 八 大 上 指 出，

1950 年 3 月以来，“政府对农产品的收购价格

是略有提高的”，这对农业发展“起了有益的

促进作用”，但“有一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

偏低，妨碍了生产”，必须对此进行调整，“使

我们的价格政策有利于生产”。［6］同时，他也

深刻认识到，“粮价是整个物价的基础”［7］。

因此，“经济作物的提价，必须考虑粮食和经

济作物的比价，防止经济作物提价过多而挤了

粮食，以至被迫再提高粮价，造成轮番提价、

全面提价的危险”［8］。有鉴于此，在主持研

究 调 整 农 产 品 收 购 价 工 作 时， 陈 云 坚 持 按 照

“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”［9］的总体思路协调

“粮”“经”关系，以避免因调整不当引发农

业生产乃至国民经济的震荡。可见，陈云始终

注重保障粮食生产的基础地位，同时有序推进

［5］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》第 9 册，中央文献出版

社 2011 年版，第 312 页。　

［6］《陈云文选》第 3 卷，第 9、10 页。　

［7］《陈云年谱》（修订本）中卷，第 521 页。　

［8］《陈云文选》第 3 卷，第 54 页。　

［9］《陈云年谱》（修订本）中卷，第 450 页。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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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作物增产，这是“粮”“经”协调发展的

内在要求。

1958 年前后，中央决心加快经济建设步伐，

力图开辟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局面，拉开了“大

跃进”的序幕。这反映了对尽快改变中国贫穷

落后面貌、使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殷切希望，

但对经济建设规律的把握有失于确切。在全国

上下空前的建设热情感染下，中央对 1958 年粮

食产量产生了过于乐观的预估，并认为今后农

业将飞速发展，进而觉得“我国农业问题解决了，

粮食吃不了了”［1］。1958 年 12 月，中央通过

的《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》中明确提出：

“随着粮食问题的解决，应当逐步提高棉、麻、

蚕丝、大豆、油料、糖料、茶叶、烟叶、药材

等工业原料作物在全部农业生产当中所占的比

重”［2］。

加 快 经 济 作 物 增 产 是“ 一 五” 计 划 以 来

农业发展的现实要求，然而此时实施调整的前

提——认定粮食问题已经“解决”的判断，显

然同实情相悖。面对超乎实际的热潮，陈云保

持了冷静。1959 年 4 月，他在给中央财经小组

各成员的信中提醒道：“我国粮食问题还没有

过关。粮食定，天下定；粮食紧，市场紧。”［3］

受政策因素和自然灾害叠加影响，1960 年全国

粮食产量较 1957 年下降 26.4%。在主要经济作

物中，全国棉花产量较 1957 年下降 35.2%，油

料作物降幅则达 53.7%。农业生产遭遇严峻困

难。［4］ 面对原来没有预料到的严重危机，全

党逐步清醒过来，党中央决心认真调查研究，

调整政策。1960 年 8 月，中央号召全国上下一

致努力“大办农业，大办粮食”，并提出“以

粮为纲，全面发展多种经营”的方针，强调在

大力增产粮食的同时也必须重视经济作物增

［1］薄一波：《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》下卷，中

共党史出版社 2008 年版，第 486 页。　

［2］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（1949.10-1966.5）》第 29 册，

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，第 307 页。　

［3］《陈云文选》第 3 卷，第 125 页。　

［4］ 参见《当代中国》丛书编辑部编《当代中国的农业》，

第 183-184 页。　

产。［5］从 1960 年 9 月起，陈云前往“冀、鲁、豫、

苏北、皖北”等“具有典型性意义的地区”［6］，

通过实地了解这些地区的难点问题，摸索解决

整体农业困难的经验和措施。

这次考察使陈云深入了解到农业生产第一

线粮食困难的严峻局面，也使他对粮食作物与

经济作物之间的紧张关系有了更为深切的体会。

1960 年 10 月，陈云在河南考察期间同中共河南

省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：“粮食紧张了，经济

作物播种面积是不是会下降？能稳住吗？会不

会因为粮食紧张，叫他种他不种，或者表面上

种了，实际上没有种，即使种上也不好好管理，

长不好？”他特别肯定了河南“对产棉地区的

农民优待粮食和布票”的做法。［7］在安徽考察

期间，陈云指出：“经济作物生产搞好搞坏关

系到工业特别是轻工业的发展，关系到国家财

政收入和人民生活的提高。就是在目前粮食紧

张的情况下，其播种面积和产量也要稳定下来，

只能提高，不能再降。”针对当时出现的挤占

经济作物播种面积用以改种粮食作物的现象，

陈云强调：“就全国说，多种一千万亩粮食并

不能完全解决粮食问题，但少种一千万亩棉花，

问题就大了。两头紧，不如一头紧。”［8］换言之，

在粮棉都紧张的情况下，单纯通过减种经济作

物换取暂时的粮食增产，既难以完全满足粮食

需求，又会造成棉花等供应困难，将引起农业

生产的全面紧张，甚至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整体

运行。考虑解决粮食困难问题，不应局限于粮

棉种植的非此即彼抉择，而应从全局视野探索

化解粮食紧张的多元路径，为恢复粮棉全面增

产创造必要条件。

1961 年 1 月，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

对国民经济实行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

［5］参见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》第 13 册，中央文

献出版社 2011 年版，第 456、460-461 页。　

［6］ 参见《陈云传》（三）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，

第 1218 页。

［7］《陈云文集》第 3 卷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，

第 281 页。　

［8］《陈云年谱》（修订本）下卷，中央文献出版社

2015 年版，第 51 页。　



73

党和国家领导人思想生平研究 陈云关于国家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协调发展的思考与探索

的方针，此后，我国转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。

在初步调整阶段，陈云基于对“粮”“经”关

系的深刻把握，认为要稳定经济作物的播种面

积和产量，必须首先解决粮食困难。而解决粮

食困难的途径，一是进口粮食，二是减少城市

人口。5 月 30 日，陈云在外贸专业会议上提出，

当前稳定市场“关键是进口一些粮食”，进来

粮食，“就可以向农民少拿粮食，稳定农民的

生产情绪”，待之后“农民手头的粮食宽裕了，

可以多养鸡、鸭、猪，多生产经济作物和各种

农副产品，增加出口”。“总之，当前只有首

先抓好粮食，整个局势才能稳定”，“多种经

营也才能好转”。［1］在 31 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，

陈云强调：“动员城市人口下乡，减少城市粮

食的销量”，对于解决粮食紧张问题“是必不

可少的”，否则“继续挖农民的口粮”将导致“经

济作物产量要继续下降”，因为农民“为了吃饭，

就会挤掉经济作物”，“你说种经济作物是‘政

治任务’，农民就在地头上种一点，中间还是

种粮食”。［2］进口粮食、动员城市人口下乡成

为 1961 年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所采取的重

要措施，不仅缓解了粮食紧张的局面，也在一

定程度上为恢复经济作物的生产创造了必要的

前提条件。

经过初步调整，1961 年全国粮食产量较上

年增长 2.8%，但主要经济作物生产仍在下滑，

其中棉花产量降幅达 24.7%。［3］为此，1962 年

2 月 23 日，陈云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（即

西楼会议）上提出：解决经济困难的方法之一

是“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”。除了

增产粮食外，还要采取奖励办法保证经济作物

增产，比如棉农交售 1 斤棉花，国家供应 2 斤

粮食，使他们有足够的口粮。［4］在 26 日的国务

院各部、委党组成员会议上，陈云进一步提出，

抓好农业增产“除增产粮食外，要重新考虑保

［1］《陈云文选》第 3 卷，第 156-157 页。　

［2］《陈云文选》第 3 卷，第 161、164 页。　

［3］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计划司编《中国农村经

济统计大全（1949-1986）》，第 146-147、189 页。　

［4］ 参见薄一波：《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》下卷，

第 738 页。　

证经济作物增产的办法”，因为经济作物不恢复，

“国家就没有商品来保证城市和乡村的供应，

国家同农民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等价交换，工农

联盟就不能巩固”。［5］在他看来，粮食作物与

经济作物是推动农业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两股

重要力量，不可偏废，必须努力实现两者的协

调发展。

经过各领域的全面调整，到 1965 年时，全

国 粮 食 产 量 较 1960 年 增 长 35.6%， 接 近 1957

年的水平；棉花产量较 1960 年增长 97.4%，比

1957 年高出 27.9%。［6］农业生产的明显好转，

有力推动了国民经济的顺利调整与恢复。这一

时期的思考与探索，为陈云在改革开放后新的

历史条件下继续深化对“粮”“经”协调发展

的认识，积累了经验。

三、面对改革开放后农业生产结构调

整中出现的经济作物增产过快的现象，陈

云重申粮食生产基础性地位，强调“无粮

则乱”，反对片面注重经济作物，阐明了

“粮”“经”协调发展的重要性

在“三五”“四五”计划期间，由于国民

经济的剧烈动荡和发展缓慢，加之人口剧增，

农业生产水平与内部结构难以适应国民经济发

展需要的问题更为突出。1976 年全国粮食人均

消费量为 380.56 斤，比 1966 年的 379.14 斤仅

多 1.42 斤。［7］ 这表明，在巨大的人口压力面

前，粮食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。与此同时，

农业内部既有的生产结构不平衡、发展不协调

等问题仍较为显著。1976 年，全国粮食产量较

1965 年增长 47.2%，平均每年增长 3.6%；主要

经济作物中，全国棉花产量较 1965 年减少 2%，

油料产量虽比 1965 年增长 10.6%，但年均增速

仅 1%。［8］对此，一方面，必须继续巩固作为

［5］《陈云文选》第 3 卷，第 204 页。　

［6］  参见《当代中国》丛书编辑部编《当代中国的农业》，

第 232 页。　

［7］ 参见《中国共产党历史》第 2 卷下册，中共党史出

版社 2011 年版，第 969 页。　

［8］  参见《当代中国》丛书编辑部编《当代中国的农业》，

第 298-299 页。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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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根基的粮食生产；另一方面，要在此前提

下有序加快经济作物增产，以此协调好“粮”“经”

关系，推动我国农业的整体发展。

在 1978 年 12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，陈云

针对经济问题表示：“我们不能到处紧张，要

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。农民有了粮食，棉

花、副食品、油、糖和其他经济作物就都好解

决了”，为此，应在三五年内增加粮食进口，“这

是经济措施中最大的一条”。［1］随后召开的中

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

性决策，标志着我国从此进入崭新的历史时期。

在新的历史条件下，如何引领农业发展顺应国

家建设大局的需要，成为陈云思考“粮”“经”

协调发展问题的出发点。

1979 年 9 月，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《中

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》，

宣布今后“要有计划地逐步改变我国目前农业

的结构”，“把只重视粮食种植业、忽视经济

作物种植业和林业、牧业、副业、渔业的状况

改变过来”。［2］1980 年，粮食生产因受自然灾

害影响，产量较去年下降 3.5%，播种面积下降

1.7%；而同期由于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与农作物

布局，经济作物得到较快发展，播种面积较去

年增加 7.8%，其中棉花种植面积提升 9.1%，产

量增加 22.6%。［3］此时，农业生产中又在一定

程度上出现了一味重视经济作物、忽视粮食生

产的误区。对此，陈云清醒地认识到，即便注

重发展经济作物也必须坚守粮食生产底线，因

为粮食生产上不去，经济作物是发展不起来的，

而且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全局，以至于影响到

政治上的安定。目前要纠正的不是对粮食生产

的重视，而是单一抓粮食、忽视多种经营的片

面性。为此，陈云在 1980 年 12 月中央工作会

议上就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发言指出：“我们

要发展经济作物，同时必须保证粮食的逐步增

产”，特别是“不能因为发展经济作物而挤了

［1］《陈云文选》第 3 卷，第 236 页。　

［2］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》上册，人民出版社

1982 年版，第 182 页。　

［3］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计划司编《中国农村经

济统计大全（1949-1986）》，第 131、148-149、190 页。　

粮食产量，粮食还是第一位”。［4］随后，中央

提出新的农业发展方针：“决不放松粮食生产，

积极开展多种经营”［5］，展现了对“粮”“经”

协调发展问题一以贯之的战略关切。

但是，新的发展方针的落实有一个过程，

如何使“个别地区因地制宜的发展计划和全国

的合理布局协调起来”，避免“片面地鼓励在

有限的耕地上搞自由种植”［6］还需要深入研究，

再加上推行生产责任制以来农村改革取得显著

成就，使部分人产生了“似乎农业可以不要计

划了”［7］的想法，也影响到农业发展方针的全

面执行。“粮”降“经”升态势没有得到很快

扭转。1980 至 1981 年，全国粮食产量虽转减为

增，回升 1.4%，但播种面积下降 1.9%；而经济

作物播种面积上升 10.3%，其中烤烟播种面积

同比增加 47.8%，产量跃升 78.4%。［8］这种现

象引起了陈云的高度重视。在 1981 年 12 月召

开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，

陈云指出：“这是一个老问题”，即 1951 年粮

棉增产问题的重演。他强调：“粮食种植面积

不能再缩小了”，“增产经济作物，只能靠提

高单产和利用不种粮食的土地”。针对“似乎

农业可以不要计划了”的想法，陈云认为，在

新的历史条件下，国家仍应积极引导农业发展，

“不能让农民自由选择只对他自己一时有利的

办法”，必须引导农民的经济活动同国家建设

大局相适应，“这是农民与国家两利的大政方

针”。［9］

1982 年 1 月，陈云在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

座谈时重申，改革后农业生产仍需计划指导，

如“种烟叶的亩数不能增加了，粮食播种面积

［4］《陈云文选》第 3 卷，第 280-281 页。　

［5］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》下册，人民出版社

1982 年版，第 743 页。　

［6］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》下册，第 1073、

1074 页。　

［7］ 《陈云文选》第 3 卷，第 305 页。　

［8］ 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计划司编《中国农村经

济统计大全（1949-1986）》，第 131、148-149、215 页。

［9］ 《陈云文选》第 3 卷，第 305-306 页。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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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减少了”［1］。当年 10 月，陈云对新华社

内部刊物上登载的《我国商品粮基本建设情况

及存在的问题》一文写下批语：“‘决不放松

粮食生产的同时，积极开展多种经营’，现在

是否后一句话在起作用，前一句话在逐步下坡？

稳定粮田在大粮食观点中，仍是一个要点。”［2］

他还在“稳定粮田”四个字下面加了着重号。

粮食问题是陈云在领导经济工作中从来不敢放

松的问题。他深刻认识到，“进口粮食要受到

港口、铁路运输等条件的限制，一时也很难再

增加多少。如果粮食库存不断下降，一旦城市

用粮接不上，哪怕断三天，就会闹乱子。因此，

我们必须在粮食问题上立于不败之地”［3］。也

正因如此，处理好“粮”“经”关系必须时刻

注意“粮”的基础性地位。

从 1981 年到 1984 年，在生产责任制改革、

农产品收购价调整等各项有利因素的共同作用

下，农业生产实现连续快速增长。三年间，全

国粮食产量增长 25.3%，年平均增速达 7.8%。

而粮食播种面积则下降 1.8%，占总播种面积比

重由 79.2% 降至 78.3%；同时经济作物播种面

积增加 9.8%，占总播种面积比重由 12.1% 升至

13.4%，其中棉花产量增长 110.8%，年均增速

高达 28.4%，播种面积增加 33.5%。［4］对于农

业生产的快速发展，1984 年 10 月，陈云在中共

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作书面发言时表示：“我国

农业方面的改革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”，如

今“粮食比过去多了，有的地方还暂时出现了

‘卖粮难’的问题”。［5］但对于有些人认为我

国粮食问题已然过关，可以放手推动农业生产

结构调整的观点，陈云保持了一如既往的慎重。

在 1985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，陈

云重申：“十亿人口吃饭穿衣，是我国一大经

济问题，也是一大政治问题。‘无粮则乱’，

［1］《陈云文选》第 3 卷，第 309 页。

［2］《陈云文集》第 3 卷，第 515 页。　

［3］《陈云传》（四）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，

第 1672 页。　

［4］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计划司编《中国农村经

济统计大全（1949-1986）》，第 131、148-149、190 页。　

［5］《陈云文选》第 3 卷，第 336-337 页。　

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。”［6］不因一时之成绩

而轻易认定粮食生产已“毕其功于一役”，反

复强调筑牢经济作物发展的粮食安全基石，彰

显了陈云在“粮”“经”协调发展问题上的深

谋远虑。而事态演变随即印证了他这一研判的

前瞻性。

受农业生产结构调整、农产品流通制度改

革等因素综合影响，1985 年农业生产出现滑坡。

全国粮食产量比上年减产 6.9%，粮田面积同比

减少 403 万公顷，相当于前六年平均每年调减

面积的 3.15 倍。［7］10 月，中央政治局召开扩

大会议，听取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所作的关于

经济情况汇报提纲的说明。汇报提纲将粮食减

产原因归结为两点：一是沿海地区因种经济作

物更有利而不愿意多种粮食；二是部分地区适

宜种树种草而需要减少粮食种植面积。上述调

整都是必要的，但“有些地方今年可能做得‘过

头了一点’”。陈云在发言时强调：“没有粮

食吃这个问题是重大问题，不能看小了。我们

国家的粮食并不是很富裕，现在一年挖一点库

存，总不能搞到三百二十亿斤那个时候，调粮

食调不动”。为此，他提出，“粮食高产地区

鱼塘不能挖太多了，要种粮食。种树种草很重

要，但是要粮食能调进去，调不进去也是个问

题”。［8］据此，1986 年 1 月，党中央提出，在

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中“要正确处理粮食生产和

多种经营的关系”，坚持切实保证粮食生产，

使之与多种经营“统筹兼顾，密切结合，相互

促进”。［9］这为我国在农业发展中进一步协调

好“粮”“经”关系指明了方向。

直到晚年，陈云仍然时时关心“粮”“经”

协调发展问题。1988 年 5 月，他在同浙江省领

导干部谈话中指出：“我们这些人在世时，粮

食过不了关”，而“下一代人如果在科学上没

［6］《陈云文选》第 3 卷，第 350 页。　

［7］   参见《当代中国》丛书编辑部编《当代中国的农业》，

第 376 页。　

［8］《陈云传》（四），第 1709-1710 页。　

［9］《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》，中央文

献出版社 1992 年版，第 378 页。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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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突破，粮食也很难过关，这个问题是关键”。［1］

陈云的意思很明确，粮食生产什么时候都不能

轻言过关。同时，“粮”“经”协调发展也是

一个需要持续探索的重要课题。1993 年 5 月，

88 岁高龄的陈云仍不忘叮嘱来访的家乡代表，

要抓好粮食生产，“有粮吃主动权在自己手里”；

同时，“干部还要对农业的产业结构进行合理

的调整，要扩大当地的菱白、蔺草等经济作物

的产量，要大大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”。［2］

四、结语

新中国成立后，在长期领导全国财政经济

工作的实践中，陈云关于国家粮食作物与经济

作物协调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，提出了一系列

重要观点，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特别是农业的

稳步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导。一是在处理“粮”“经”

关系时，陈云深刻把握粮食事关国运民生的重

要地位，强调“大头（粮食）一紧，各头都紧；

大头一宽，各头都会宽起来”［3］，从而抓住了

处理“粮”“经”关系的“牛鼻子”，纲举而

目张。这启示我们，要抓住关键、找准重点，

保障粮食安全始终是党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，

［1］《陈云年谱》（修订本）下卷，第 465-466 页。　

［2］ 陈云故居暨青浦革命历史纪念馆编《走近陈云：口

述历史馆藏资料辑录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，第

291 页。　

［3］《陈云文集》第 3 卷，第 305 页。　

必须高度重视粮食生产的基础性、战略性意义，

自觉将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落实到各领域工作中。

二是陈云坚持从不同时期国家建设的实际需要

出发，适时纠正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发展不平

衡现象，全面准确把握“粮”“经”关系，引

导“粮”“经”有序、协调发展。这启示我们，

必须根据实际需要正确分析矛盾，善于运用辩

证思维谋划经济社会发展。三是在推进“粮”“经”

协调发展的实践中，陈云重视发挥政策引领的

关键作用，科学审慎地进行政策设计，提出了“搞

好宏观控制，才有利于搞活微观，做到活而不

乱”［4］的重要观点。这启示我们，要善于站在

战略全局的高度观察、思考和处理问题，着力

提升国家战略宏观引领、统筹协调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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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949-1984）”的阶段性成果，项目编号分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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